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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于 2013年 8、10月及 2014年 2、5月对大鹏澳牡蛎养殖区及其邻近海域进行了采样调查。

利用设置的 3 个站位(牡蛎养殖区 S1、养殖区外 S2、靠近湾口 S3)的数据研究了牡蛎养殖对海区浮

游植物种群结构和丰度的影响。本次考察共鉴定出大鹏澳浮游植物 58 属 144 种 , 丰度为

6.15×103—5.94×106cells/L。其中 , 硅藻 36 属 100 种 , 占种类总数的 69.4%, 丰度在 4.5×103— 

5.93×106cells/L之间; 甲藻 15属 34种, 占总种类的 23.6%, 丰度范围为 1.5×102—4.53×104 cells/L; 蓝

藻、绿藻、隐藻等共 7 属 10 种。在牡蛎养殖期(8 月至 2 月), 养殖区内养殖水层浮游植物总丰度低

于非养殖区, 硅藻丰度占浮游植物总丰度的 90%以上, 硅藻丰度与总浮游植物细胞丰度的空间分布

特征一致; 与硅藻空间分布特点不同, 养殖区内甲藻丰度显著低于非养殖区。牡蛎收获后的 5月, 养

殖区内的甲藻丰度高于非养殖区。牡蛎养殖区站位 S1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平均值为 1.35, 明显低于

非养殖区 S2(2.68)和 S3(2.69)。与此相似, 养殖区内站位 S1 均匀度 J(0.27)明显低于非养殖区站位

S2(0.49)和 S3(0.51)。本研究表明, 大鹏澳牡蛎养殖对浮游植物群落结构造成了一定影响, 能够显著

降低浮游植物丰度、种类多样性和均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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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植物是海洋中最重要的初级生产者 , 其种

类组成、群落结构和丰度变动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海

洋生产力的发展。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浮游植物能改变

海洋碳通量 (Sarmiento et al, 1988)、云返照率

(Charlson et al, 1987)以及海水的光通量与热通量

(Sathendranath et al, 1991), 从而对全球气候产生影

响。另外, 海洋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可以灵敏且迅速

地反映环境的变化 , 不同的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决定

了其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差异。海洋浮游植物群落与

环境因素的相关性是当今海洋生态学研究热点之一。 

已有研究表明 , 海水中营养盐的含量和水体中

滤食生物的生物量是影响水中浮游植物变动的主要

因素(Newell, 2004)。王友绍等(2004)、Ma等(2014)、

Wang 等(2009, 2014)对大亚湾(大鹏澳)的营养状况和

浮游植物进行了研究, 发现近几十年来大亚湾(大鹏

澳)已由贫营养状态发展到中营养状态, 局部海域出

现富营养化, 生物群落组成明显小型化, 生物多样性

降低。然而, 大亚湾海域有关贝类养殖对浮游植物种

群结构影响的研究较少(Wang et al, 2009)。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大鹏澳开始以延绳式平挂

的方式吊养葡萄牙牡蛎(Crassostrea angulata)。近年

来, 牡蛎已成为当地主要的养殖贝类, 大面积的牡蛎

养殖区在该湾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于宗赫等, 

2014)。牡蛎作为大鹏澳主要养殖贝类, 具有很强的滤

水能力, 主要滤食水体中的浮游植物、底栖微藻和悬

浮颗粒有机物。牡蛎超负荷养殖将会造成浮游植物种

类、数量和群落结构的改变(Wetz et al, 2002)。 

本文根据 2013—2014 年 4 个季度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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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鹏澳牡蛎养殖区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和多样性

进行了分析 , 以期明确该海域牡蛎养殖对浮游植物

丰度和种群结构的影响程度 , 为大鹏澳生态环境评

价及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采样点的设置及采样方法 

大亚湾大鹏澳位于大亚湾西南侧 , 为半封闭型

溺谷湾, 总面积约 14km2, 平均水深为 7m, 该海域的

环境条件十分适合各类海产品的增养殖 , 是广东沿

岸二类海水增养殖区之一(于宗赫等, 2014)。本文在

大鹏澳海域设置 3 个采样点 S1(牡蛎养殖区)、S2(养

殖区外)、S3(湾口)(图 1), 分别于 2013年 8月(夏季)、

10 月(秋季)和 2014 年 2 月(冬季)、5 月(春季)进行了

采样。垂向逐层采集水样(间隔 1m), 取 1L 水样加入

15mL 鲁哥氏液固定, 运回实验室。采集的样品静置

48h后吸去上清液, 浓缩至 15mL。在使用显微镜计数

时, 首先将样品充分摇匀, 吸取浮游植物样品 0.1mL

滴入计数框内, 之后用视野法计数各个种的细胞数。 

 

 

图 1  大鹏澳浮游植物调查站位图 
Fig.1  Sampling stations of phytoplankton in Dapeng Cove 

 
1.2  研究方法 

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匀度及优势度分别采用以下

公式计算:  

香农 -威纳指数 (Shannon-Wiener H′) (Shannon 

and Weaver, 1949): 2
=1

logi

s

i
i

H P P=-å  

均匀度指数(J) (Pielou, 1969)
2log

H
J

s
=  

优势度值(Y) (孙军等, 2004)Y=(ni/N)×fi 

式中, N为采集样品中所有物种的总个体数, s为采集

样品中的物种总数, Pi为第 i 种的个体数与样品中所

有物种的总个体数的比值; ni为第 i 种的总个体数, fi

为第 i种在各站位出现的频率, Y值大于 0.02的种类

为优势种。 

2  结果 

2.1  浮游植物种类组成与季节变化 

大鹏澳水样共鉴定出 58 属 144 种藻类, 主要物

种有硅藻、甲藻、蓝藻、金藻、隐藻、绿藻、裸藻等。

其中硅藻无论是细胞丰度 , 还是种类数量上都占优

势。共鉴定出硅藻 36属 100种, 占总数种类的 69.4%, 

其次为甲藻 15属 34种占总种类的 23.6%, 蓝藻、绿

藻、隐藻等共 7 属 10 种。浮游植物种类的季节更替

十分明显。夏季(8月)水温最高, 盐度较低, 浮游植物

中耐高温和盐度适应能力较强的种类占优势 , 如柔

弱拟菱形藻(Pseudo-nitzschia delicatissima)、中肋骨条

藻(Skeletonema costatum)、柔弱根管藻(Rhizosolenia 

delicatula)、脆根管藻(Rhizosolenia fragilissima)等为

硅藻中的优势种 ; 甲藻的优势种为叉状角藻

(Ceratium furca)(表 1)。秋季(10月), 硅藻和蓝藻成为

优势种 , 硅藻包括尖刺拟菱形藻 (Pseudo-nitzschia 

pungens)、克尼角毛藻(Chaetoceros knipowitschi)和窄

隙角毛藻(Chaetocero affinis); 蓝藻仅有丝状鞘丝藻

(Lyngbya confervoides), 占细胞丰度百分比为 6.58%。

蓝藻仅在秋季成为优势种。冬季(2 月)水温最低, 盐

度最高, 浮游植物中仅硅藻为优势种。春季(5月), 水

温回升且盐度降低, 甲藻所占百分比有所升高, 但仅

微小原甲藻(Prorocentrum minimum)成为优势种, 硅

藻依然占绝对优势。 

2.2  浮游植物丰度的时空分布 

大鹏澳各水层浮游植物丰度在 6 . 1 5 × 1 0 3 — 

5.94×106cells/L 之间, 10 月浮游植物丰度最高, 其次

为 2月; 8月和 5月浮游植物丰度较低(图 2)。8月, 浮

游植物丰度高值区出现在 S2 站位, 最高值出现在 S2

站位 1m 水层, 为 6.16×105cells/L。牡蛎养殖区内(S1

站 )浮游植物丰度较低 ,  浮游植物丰度范围为

0.89×105—2.67×105cells/L, 0—2m水层丰度明显低于

3m 水层。10 月, 浮游植物丰度出现两个高值区, 分

别位于 S1 站位 3m 水层和 S2 站位 1m 水层, 丰度分

别为 5.94×106和 3.25×106cells/L。S3 站位 0—2m 水

层也具有较高的浮游植物丰度, 但养殖区内 S1 站位

0—2m 浮游植物丰度较低。2 月, 浮游植物高值区主

要出现在湾口 S3 站位各水层, 其次为 S2 站位。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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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4 年大鹏澳浮游植物优势种 
Tab. 1  Dominant species of phytoplankton in Dapeng Cove 

季节 优势度 总丰度(cells/L) 占细胞丰度百分比(%) 优势度 

夏季 柔弱拟菱形藻 Pseudo-nitzschia delicatissima 1.45×106 31.09 0.31 

 中肋骨条藻 Skeletonema costatum 1.16×106 24.79 0.25 

 柔弱根管藻 Rhizosolenia delicatula 8.30×105 17.77 0.18 

 脆根管藻 Rhizosolenia fragilissima 5.57×105 11.93 0.12 

 叉状角藻 Ceratium furca 1.84×105 3.93 0.039 

 丹麦细柱藻 Leptocylindrus danicus 1.42×105 3.04 0.03 

秋季 尖刺拟菱形藻 Pseudo-nitzschia pungens 2.73×106 14.03 0.14 

 克尼角毛藻 Chaetoceros knipowitschi 1.05×107 54.11 0.54 

 窄隙角毛藻 Chaetocero affinis 1.87×106 8.63 0.086 

 丝状鞘丝藻 Lyngbya confervoides 1.28×106 6.58 0.066 

冬季 中肋骨条藻 Skeletonema costatum 1.19×107 58.2 0.58 

 圆海链藻 Thalassiosira rotula 6.47×106 31.52 0.30 

 新月筒柱藻 Cylindroth closterium 1.46×106 7.12 0.064 

春季 圆海链藻 Thalassiosira rotula 6.45×105 55.52 0.076 

 丹麦细柱藻 Leptocylindrus danicus 1.41×105 11.02 0.083 

 脆根管藻 Rhizosolenia fragillissima 1.14×105 8.93 0.067 

 平滑针杆藻 Synedra laevigata 6.99×104 5.47 0.044 

 柔弱根管藻 Rhizosolenia delicatula 6.69×104 5, .24 0.05 

 大洋脆杆藻 Fragilaria oceanica 6.44×104 5.04 0.025 

 微小原甲藻 Prorocentrum minimum 3.99×104 3.12 0.031 

 尖刺拟菱形藻 Pseudo-nitzschia pungens 2.58×104 2.02 0.020 

 

 

图 2  大鹏澳总藻类丰度(×104cells/L) 
Fig.2  The total phytoplankton abundance (×104cells/L) in Dapeng Cove 

 
和 S2 站位浮游植物平均丰度(分别为 16.0×105 和

9.26×105cells/L), 明显高于 S1 站位 (平均丰度为

2.07×105cells/L)。5月, 浮游植物丰度较低, 高值区出

现在牡蛎养殖区(S1 站位), 最高值出现在 3m 水层

(3.85×105cells/L)。 

浮游植物丰度主要由硅藻控制。硅藻丰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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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03—5.93×106cells/L 范围内, 占浮游植物总丰度

的 90%以上, 所以硅藻的细胞丰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与总浮游植物细胞丰度一致(图 3)。甲藻的时空分布

与总浮游植物和硅藻丰度分布不一致(图 2, 3, 4)。大

鹏澳甲藻各水层丰度在 1.5×102—4.79×104cells/L 范

围内, 平均丰度为 3.94×103cells/L; 甲藻丰度 2 月最

低 , 平均为 6.57×102cells/L, 5 月最高 , 平均为

3.03×103cells/L。在 8 月、10 月和 2 月, 甲藻丰度高

值区均出现在 S2 和 S3 站位, 牡蛎养殖区 S1 站位各

水层甲藻丰度均明显低于 S2和 S3站位。5月, 甲藻

丰度高值区位于 S1、S2和 S3站位 3m以上水层, 最

高值为 7.65×103cells/L, 出现在 S1站位 2m水层。 

2.3  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 

各站位不同水层的多样性指数 H ′变化范围为

0.34—3.59, S1、S2和 S3三个站位H′平均分别为 1.36、

2.68和 2.69。8月, 3个站位 H′相差不大; 但 10月、2  

 

 

图 3  大鹏澳四个季度硅藻丰度(×104cells/L) 
Fig.3  The abundance of diatoms(×104cells/L) in Dapeng Cove 

 

 

图 4  大鹏澳四个季度甲藻丰度(×102cells/L) 
Fig.4  The abundance of dinoflagellates(×102cells/L) in Dapeng C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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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和 5 月, S1 站位 H′水柱平均值明显低于 S2 和 S3

站位(图 5)。例如, 10 月 S1 站 H′值为 0.55, 而 S2 和

S3站 H′值分别为 2.44和 3.31; 2月 S1站 H′值为 0.34, 

而 S2 和 S3 站 H′值分别为 2.11 和 1.25。均匀度 J 表

现出跟 H′相似的变化趋势, S1、S2和 S3站平均值分

别为 0.27、0.49和 0.51。8月, 3个站位均匀度 J相差

不大; 但其它月份, S1 站均匀度 J 水柱明显低于 S2

和 S3站(图 6)。 

 

 

图 5  大鹏澳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 
Fig.5  The diversity index of phytoplankton in Dapeng Cove 

 

 

图 6  大鹏澳浮游植物均匀度 J 
Fig.6  The evenness index of phytoplankton in Dapeng Cove 

 

3  讨论 

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大鹏澳开始养殖葡

萄牙牡蛎 , 牡蛎养殖业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2012年以前, 大鹏澳牡蛎养殖分夏苗和冬苗投放, 

每年冬季和夏季收获。但 2012 年夏季牡蛎养殖面积

剧增, 该海域超负荷养殖, 导致牡蛎生长缓慢, 牡蛎

收获期减少为一年一次 (从该年度 12 月起至次年

4—6月止)(于宗赫等, 2014)。浮游植物是贝类的重要

饵料 , 贝类超负荷养殖势必造成浮游植物丰度和种

群结构的改变(Trottet et al, 2008a)。 

本研究表明 , 大鹏澳牡蛎养殖对浮游植物总丰

度造成显著影响。8月牡蛎投苗初期和 10月、2月牡

蛎生长旺盛期 , 牡蛎养殖区内浮游植物丰度均明显

低于养殖区外 , 这表明牡蛎对浮游植物有显著的滤

食效应。但是, 5月进入牡蛎收获末期, 现存牡蛎量较

少, 牡蛎滤水量显著降低, 加之养殖区内氮、磷等营

养元素再循环程度显著, 营养盐浓度增加, 导致牡蛎

养殖区内浮游植物总丰度高于非养殖区。总之, 超负

荷牡蛎养殖能够显著降低浮游植物量 , 这种现象在

Beatrix Bay 和 North Inlet estuary 均曾被观察到

(Ogilvie et al, 2000; Wetz et al, 2002)。 而 在

Grande-Entrée Lagoon, 贝类养殖则对浮游植物生物

量无显著影响, 其紫贻贝(Mytilus edulis)产量一直保

持较高水平, Trottet等(2008b)指出该海域贝类养殖并

未超出养殖容量。从本研究中牡蛎养殖对浮游植物丰

度的影响来看, 2013—2014年大鹏澳牡蛎养殖已超出

其养殖容量。超负荷养殖导致了食物短缺, 从而限制

了牡蛎的生长。 

硅藻在大鹏澳海域全年都是优势种类 , 所以硅

藻丰度的空间分布与浮游植物总丰度分布一致。本海

域牡蛎主要吊养于 3m 以上浅水层中, 除 5 月外, 其

它 3个月牡蛎养殖区内 3m以上水层硅藻和浮游植物

总丰度均低于养殖区外 , 说明硅藻是牡蛎的重要饵

料。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 10月 S1站位 3m水层出现

了硅藻高值区, 这说明在牡蛎养殖水层外(或边缘地

带)牡蛎的滤食作用可能难以控制硅藻的生长。由于

养殖贝类排出大量代谢产物 , 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较为迅速 , 大量无机和有机化合物给藻类的生长提

供了充足的营养物质(Wetz et al, 2002)。另外, 贝类排

泄物中含有氨基酸等多种有机氮化合物 , 而这些物

质对浮游植物尤其是硅藻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徐立

等, 1995; 周毅等, 2002),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牡

蛎养殖区内出现硅藻高值区(如 5月)的原因。 

甲藻是海洋浮游植物的另一大类群 , 先前的研

究认为甲藻仅是某些浮游动物的饵料(Zhong et al, 

1990), 但近年来研究发现贝类养殖区内甲藻类丰度

明显低于非养殖区 , 表明甲藻类可能优先被贝类选

择摄食(张莉红等, 2005)。另外, 张莉红等(2008)研究

表明, 栉孔扇贝对东海原甲藻(Prorocentrum donghaiense)

的摄食率和摄食选择效率均高于硅藻(中肋骨条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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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角毛藻(Chaetoceros minutissimus) )。本研究结果与

张莉红等(2005)相似, 除 5 月牡蛎收获末期外, 养殖

区内 S1 站甲藻丰度显著小于非养殖区, 且牡蛎养殖

对甲藻的滤食程度要高于硅藻。Wetz等(2002)研究结

果也证实了牡蛎滤食效应能够显著降低浮游植物群

落中甲藻的密度。 

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是表示其群落多样性的重

要指标。均匀度则是实际多样性指数与理论上最大多

样性指数的比值, 是一个相对值, 是群落是否成熟和

稳定的特征之一。从各站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的结

果来看 , 牡蛎养殖区内浮游植物多样性和均匀度均

明显低于非养殖区(图 5, 图 6), 尤其在牡蛎生长旺盛

期(10 月和 2 月), 养殖区内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 H′

仅为非养殖区的 1/3—1/4。现常以多样性指数小于 l、

均匀度小于 0.3作为多样性较差的标准进行综合评价

(马建新等, 2002)。在此标准下, 大鹏澳牡蛎养殖已经

显著降低了养殖海域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 (尤其

在 10 月和 2 月), 导致该海域生态系统不稳定及生

境退化。  

另外, 10 月份, 该海域可观察到一定量的蓝藻

—丝状鞘丝藻 (Lyngbya confervoides), 且其为优势

种之一, 这与 Wang 等(2014)的结果类似, 他们曾观

察到蓝藻种群(Lyngbya, Oscillatoria 等)在大鹏澳海

域作为优势种出现。蓝藻的频繁出现可能与大鹏澳

海域人类活动(包括贝类和鱼类养殖及污水排放等)

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程度加剧有关 , 水产养殖与蓝藻

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牡蛎的饵料来源除了浮游

植物外, 还包括了浮游动物、颗粒有机物等, 本研究

着重于牡蛎养殖对浮游植物的影响 , 下一步的研究

应全面考虑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及颗粒有机物的综

合影响。 

4  结论 

(1) 大鹏澳海域 2013 年 8 月—2014 年 5 月四个

季度的采样调查共发现浮游植物 58 属 144 种, 浮游

植物类型多为广温性近岸种。硅藻在丰富度和物种数

量上都占据绝对优势。 

(2) 牡蛎对浮游植物有明显的滤食效应, 养殖区

内牡蛎吊养水层(3m 以上水层)浮游植物总丰度明显

低于非养殖区。牡蛎对硅藻和甲藻均有显著的滤食作

用, 但对甲藻的滤食作用更为明显。 

(3) 牡蛎养殖能显著降低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 , 

导致该海域浮游植物群落不稳定、生态系统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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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OYSTER AQUACULTURE ON PHYTOPLANKTON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DAPENG COVE 

ZHANG Ling1,  LI Zheng-Ju1,  CHENG Fei-Yu1,  JIANG Tao1, 2,  LÜ Song-Hui1,  JIANG Tan-Jiu1 
(1. Research center for Harmful Algae and Marine Biolog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Fisheries Science Academy,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We studi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phytoplankton in Dapeng Cove, Guangdong, South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at three stations (oyster aquaculture area S1, outside of oyster aquaculture area, S2 and the bay 

mouth area S3) in August and October 2013, and February and May 2014. In total, 58 genera and 144 species of 

phytoplankton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36 genera and 100 species of diatoms for taking 69.4% of all species in number, 

15 genera and 34 Pyrrophyta species taking about 23.6%; and the rest 7 genera 10 species were Cyanobacteria, 

Chlorophyta, and Cryptophyta. There were no distinct differences of species between oyster farming area S1 and 

non-aquaculture areas (S2 and S3) in Dapeng Cove. In oyster dropping seedling period (August) and early growth period 

(October and February), the total abundance of phytoplankton in the aquaculture are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non-aquaculture areas. While in the harvest period (May), the aquaculture area has higher total phytoplankton abundance. 

The phytoplankton abundance depended on diatoms abundance, which account for more than 90% of the total abundance of 

phytoplankton. Therefor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the diatom and the total phytoplankton abundance were the same in 

different seasons. The dinoflagellate abundance of S1 station,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S2 and S3 

stations in all the months except for May. The diversity index H′ of phytoplankton in oyster aquaculture station (S1) was 

1.3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non-aquaculture areas (S2 and S3). Similar to H′, the evenness J of S1 was 

clearly lower than those of S2 and S3. In general, oyster culture in Dapeng Cove can reduce significantly the phytoplankton 

abundance, species diversity, and evenness, with a certain impact on marine ecosystem. 

Key words    Dapeng Cove;  phytoplankton;  aquaculture;  oysters;  population structure 

 
 

 


